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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其宏

从革命军中一哨兵到音乐改良掌舵人

———辛亥革命与萧友梅的音乐生涯

摘　要：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青年萧友梅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了旨在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辛
亥革命；这一革命经历虽然短暂，却对萧氏此后的人生道路和音乐生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弃政从
文之后的萧友梅，以民国前后的音乐文化建设为己任，主动承担起启蒙和救亡这两大文化使命，顺应世
界潮流，雄视中外古今，在“三说争鸣”中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方针以及“借鉴
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战略构想，且成为音乐界对此持论最坚、阐发最深、推行最力、成效最著、影响
最广者。为实现这一音乐改良主张，萧氏在新音乐创作、音乐教育和理论批评的长期实践中披荆斩棘、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将自己锤炼成我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之集大成者。

他在上述诸领域的筚路蓝缕与开拓奠基之功，对当时和此后我国新音乐影响之巨，在２０世纪中国音乐
家中亦不做第二人想。因此，辛亥革命深刻影响了萧友梅的人生道路和音乐生涯，而萧友梅的音乐生涯
及其音乐改良主张则又深刻影响了２０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由此而成为我国音乐改良名副其实
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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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辛亥革命与萧友梅音乐生涯的关系，梳理
萧友梅由革命军中一哨兵向音乐改良掌舵人的身份

转变过程，进而说明萧友梅音乐思想及其创作与教
育实践对于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是一
个饶有兴味的论题，本文的主旨即围绕它而展开。

辛亥革命与萧友梅的弃政从文

雄踞于世界东方的“中央之国”，我勤劳勇敢的
华夏先民世世代代祖居之地，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秦
汉魏晋、唐宋元明的灿烂辉煌和清代康乾盛世之后，
到了１９世纪中叶，其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
超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

式终于露出破败之相。与此同时，胜利完成工业革
命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日益强大的西方列强，则
疯狂实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虎视眈眈觊觎我东方
文明古国的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而腐败无能的满

清统治集团依然沉浸在天朝帝国永世长存的幻梦

中，因夜郎自大而闭关锁国、因骄奢淫逸而横征暴
敛，因积贫积弱而国势颓危，曾经的泱泱大国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具泥塑巨人。
因此，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依仗其坚船利炮连

续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
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其血腥的武装侵略以实现其
瓜分中国的图谋时，满清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惨败
中不得不签署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卖
国条约，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上写下了最
为屈辱卑琐的一页。
有鉴于此，马克思曾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一文中指出：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了。［１］

“文明世界”以极不文明的野蛮侵略战争、惨绝



人寰的血腥屠杀迫使清廷洞开国门，在武力输入西
方资本主义政治理念、经济军事制度、鸦片毒品并大
肆进行无耻的强盗式掠夺的同时，也令包括西方音
乐在内的西方文明强势涌入中国，对我国文化传统
和传统文化形成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伴随中国社
会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战略转型的进

程，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亦在华夏大地上
波澜壮阔地展开。

面对三千年来从未有过之历史大变局，以康有
为、梁启超以及其后的孙中山、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先
进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而且在文
化领域，全方位地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并认识到
惟有“远法欧西，近采日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方能开启民智、富国强兵，使我中华民族和泱泱大国
彻底摆脱受欺凌、被奴役的屈辱地位，以新的强国姿
态和奋发精神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革
命派、保皇派和改良派等等多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纷
纷粉墨登场，顽强表现自己的存在；然而“戊戌变法”

在阴谋和血腥屠杀中宣告失败之后，也彻底粉碎了
政治改良主义的幻梦，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共同纲领，吸
引大批志士仁人投入到伟大的辛亥革命的时代洪流

中，历经千难万险，牺牲无数英烈，最终推翻了腐朽
昏庸的满清政府，埋葬了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以
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华民国。

萧友梅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家学渊源深
厚；５岁时随父移居澳门，亦受西方教会文化与音乐
影响。１９０２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
附属中学及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亦于东京音乐学
校学习钢琴、声乐等课程，为日后终身从事音乐事业
埋下种子。少年及留日时期的萧友梅，非但以孙逸
仙同乡和孙萧两家世交的双重身份接受孙中山革命

思想和活动影响，更在留日的第五年（１９０６年）经孙
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热情投身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洪流中。其间，萧友梅
利用中国留学生身份，自觉担当起“革命军中一哨
兵”的角色，多次有效掩护了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
动，从而赢得中山先生的充分信任和赞赏。１９０９年
萧友梅学成归国，次年经考试被清政府之“学部”任
命为“视学官”，这是一个巡视教育的“七品小京官”。

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
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萧友梅被任命为
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科秘书员；同年２月，孙中山正式
辞去大总统，并荐袁世凯继任，总统府及其秘书班子
亦随之解散。１９１２年１１月，萧友梅终获公派留学，

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同时在莱比
锡大学学习教育学。

问题在于，当时正值民国新立、正在用人之际，

萧友梅这个“年轻的老革命”，非但为孙中山所器重，

且与民国元老黄兴、廖仲恺、宋教仁、于右任、胡汉民
诸人过从甚密、交谊匪浅；彼若热心政治、有意仕途，

恰是雨露春风皆备、前程未可限量之时，却突然中止
了自身的短暂从政生涯，何也？《萧友梅自编影集说
明》道出了其中缘由：

是年３月，总统府将解散时，中山先生问余等曾
在临时政府服务之人有何愿望，时有一部分同志愿
意继续留学，以竟学业，余亦其中之一人，并请求派
赴德国研究音乐及教育。总统批准后教育部办理。

但当时教育部无款，嘱余等暂候。［２］

这段话透露出如下信息：

其一，萧氏从政坛转向乐坛的直接动因，是袁世
凯继任民国大总统，导致孙中山总统府解散，秘书处
一班人马面临新的人生道路抉择；

其二，萧氏本人明确表达了赴德国继续留学以
竟其研究音乐与教育之学业；

其三，中山先生征询各人今后志向，尊重并批准
了萧友梅的选择。

窃以为，上述第二条是最根本的。恰如廖辅叔
先生所说：

萧友梅是学音乐的，虽加入同盟会，政治色彩比
较淡薄，不会引起警探的注意，因此他的住处成为孙
中山等革命人士聚会的地方。［３］

这里所说指的虽是萧友梅在日本掩护孙中山等

人的革命活动，但其中“政治色彩比较淡薄”一语，却
也部分地道出了萧氏本人在终生志向在于音乐和教

育而非政治。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解读，其直接证据有三：

留日时，萧友梅“不顾家庭的阻挠与反对，终于
名列东京帝国音乐学校”，为解无琴可练之苦，在到
处寻空隙、打游击之余，曾以节衣缩食和勤工俭学自
费购得一架钢琴，①萧氏对音乐艺术之情深意笃，于
此赫然可见，此其一。

总统府秘书处解散时，萧氏也明确向孙中山表
达了“派赴德国研究音乐及教育”“以竟学业”的志
向，可见萧氏对音乐与教育之矢志不移，此其二。

萧友梅本人曾经自称“生性是趋于实做一方面
的”，［４］此处“实做”者，实乃“实际工作”之谓也；就萧
氏本意而言，当指音乐与教育，而非职业革命家。早
年之投身革命，一是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结，二是受孙中山政治理想与人格魅力感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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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以音乐为业掩护革命，“实做”与革命两不误也，

此其三。

当然，对萧友梅这一人生道路的抉择，还应从政
治变革和文化使命两方面做一番更深层面的分析和

解读。

就政治变革层面而言，１９１２年袁世凯继任大总
统时，其真正政治图谋尚未暴露，包括孙中山在内的
革命党人对他仍存幻想，多以推翻清廷、成立民国、

赞成共和为大局，对何人执政似乎不以为意；且当时
正直的革命党人，与盛行数千年之“打江山坐江山”

政治伦理全然不同，既不恋栈也不擅权，在政治和仕
途之外，各怀专业理想。其中典型一例，便是民国缔
造者孙中山，他在主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钟情于
“交通乃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理想，认为
“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今日修筑铁路实为
目前唯一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乃出任
中华民国铁路督办之职，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成
立“中国铁道协会”，创办《铁道杂志》———在他的《建
国方略》中，② 精心绘制了一幅雄伟的经济建设蓝
图，其中详尽地表述了以铁路、港口建设为重点的战
略设想，并设想要在中国修建１０万英里（约１６万公
里）的铁路。只不过，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宋教仁在上
海遇刺身亡，③这一事件非但将袁世凯窃国真面目
暴露无遗，也将他的宏伟铁路之梦碾得粉碎，因而彻
底唤醒了孙文和大批革命党人，乃使他不得不重返
政坛，高举讨袁大旗，策动二次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革命军中一哨兵”的萧
友梅，同样既不恋栈也不擅权，且在政治和仕途之
外，对音乐与教育事业抱有更为坚定而执著的专业
理想；加之，当时我国先进思想文化界之“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及蔡元培“美育”思想在知识分子中
甚为普遍。故而对萧友梅而言，弃政而从文，由政坛
转入乐坛，个人志趣与国家需要高度一致，实在是一
个顺理成章、两全其美之举，何乐而不为？

再从当时之文化使命看，民国新立之初，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然袁贼窃国于前、称帝于后，继之以张
勋复辟、军阀混战，国势颓危、民怨沸腾，孙中山及其
三民主义遭遇到空前的困境；面对如此不堪之局，政
治革命固然必不可少且确属当务之急，但革命之后，

文化建设的任务则更为重要也更加艰巨。因此，包
括萧友梅在内的民国初期之先进知识分子，则在文
化建设层面主动承担起“启蒙”和“救亡”这两大使
命。萧友梅虽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但却
是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建设者，并从音乐艺
术和音乐教育这个他所特别钟情的专业领域，在推

动中国文化由封建主义旧文化向民主主义新文化作

战略转型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了一个战略设计师和
航船掌舵人的作用，以自己的理论、思想以及音乐创
作和音乐教育实践，深深地影响着、引领着那一时代
中国乐坛的前进方向。

因此，萧友梅之弃政从文，虽令革命军中少了一
名站岗哨兵和高级秘书，但他对中山先生的景仰、对
辛亥革命的坚定信念，终其一生从未改变；只不过，

这种景仰和信念，并非体现在一个革命者的政治活
动里，而是体现在一个音乐家的理论、创作和教育实
践中。正是这个弃政从文之举，恰为中国新音乐的
航船造就一位掌舵之人提供了最佳的历史机缘。

“三说争鸣”与萧友梅的音乐改良主张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对于中国社会向何处
去，清末政界存在“革命派”、“改良派”和“保皇派”这

３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而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
证明，面对腐朽没落的封建政体和腐败无能的满清
政府，保皇死路一条，改良亦无出路，只有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是顺应世界民主
潮流、引领中国走向共和的惟一光明大道。

与此相仿佛，在当时之中国音乐界，对于“中国
音乐向何处去”这个战略命题的研究和回答，同样也
存在“全盘西化派”、“国粹主义派”、“中西合璧派”这

３种不同的艺术主张和战略设计，从那时起，中国乐
坛上的“三说争鸣”此起彼伏，延绵不断，至今未绝。

我国音乐史学界最近研究成果表明，音乐界“全
盘西化”思潮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匪石１９０３年
发表于《浙江潮》第６期上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
文。此文对西方音乐的褒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贬
斥，以及对于“全盘西化”主张的阐发，在２０世纪初
的中国音乐界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在匪石看来，

无论是中国之古乐抑或今乐，皆“无进取之精神而流
于卑靡”，一如“野花”、“山人”、“泥醉”、“梦呓”、“婢
妾之声”者流，“斫丧我民良，灭绝我种性”，无助于国
民精神之改善，亦皆不堪入其法眼，故此断言：

故我敢下一断语曰：世人其不言乐，苟有言，则
于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焉。［５］

与此相反，匪石对于西方音乐则赞誉有加，认为
“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
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６］主张全面引进西方音乐和
音乐教育，并以明治维新后日本“盛行西乐”及其音
乐教育为例，以证明中国欲改善国民性，非改良音乐
不可；欲改良音乐，则非弃旧乐而习西乐不可；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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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乐，则当师法日本为宜。为此他大声疾呼道：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
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７］

作者为２０世纪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
己的战略构想是“改弦更张”，全面向西方音乐学习，

走“全盘西化”之路。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我国民可
以兴矣”。［８］

匪石上述音乐主张，确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一孔
之见，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音乐界，持有此说者大有
人在，只不过匪石发文最早、持论最烈而已———就从
《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发表后的第二年（１９０４）开
始，激烈批判旧乐、力倡学习西乐的文论频见于报章
杂志，其立论虽多不似匪石偏激，但“全盘西化”倾向
亦清晰可辨，从而汇成一股强大的音乐思潮。

学堂乐歌之主将曾志忞亦将中国传统旧乐鄙之

曰“非音乐”的“狂吠乱嚷”，［９］为此曾志忞提出，求取
中国音乐振兴之道，是“大破坏”之后的“大创造”：

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非大
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１０］

认为中国音乐无可改良，惟大加破坏，彻底毁
弃，方有所谓“大创造”的神奇局面出现。

与这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相

反，青主认为，他所知道的惟一可称之为“艺术的音
乐”只有西方音乐：

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一种可以说得上艺术的
音乐，这就是由西方流入东方来的那一种音乐。［１１］

这种以西方专业音乐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来

衡量中国传统音乐、从而得出鄙弃中国音乐错误结
论的“以西衡中”、“崇西鄙中”、“以西代中”现象，在
当时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具有西学背景的音乐家中
甚为普遍，成为“全盘西化”思潮中一支重要力量。

“全盘西化”思潮在世纪初的最初２０年浪涛汹
涌，即便到了３０年代其风仍劲。欧漫郎在其《中国
青年需要什么音乐》一文中提出：

中国音乐目前需要音乐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
界普遍优美的音乐。［１２］

基于上述立场，欧漫郎为中国音乐未来发展设
计的战略是：

中国新音乐的建立要“全盘西化”。［１３］

与欧漫郎“全盘西化”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是胡适的言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
者和践行者，一方面无情地批判当时的国粹主义主
张和复古倾向，另一方面则竭力散布中国“百事不如
人”的论调：

我们如果要想把这个国家（居按：当是指中国）

整顿起来，如果要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
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
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
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

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１４］

有鉴于此，胡适给中国和中国音乐指出的惟一
“生路”，恰如他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１５］

这是我们听到的对于“全盘西化”主张最为彻底
的表述。

由此可知，音乐界的“全盘西化派”在中国音乐
面临战略转型的重大关口，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将西
方艺术音乐神化为全球之冠，以“世界普遍优美的音
乐”为惟一正宗，且认为已发展到尽善尽美完满自足
境界；一方面又不加分析地将中国音乐妖魔化为“非
音乐”的“狂吠乱嚷”，断言“古乐今乐，皆无所取”，非
大加破坏、彻底毁弃不可。按照这一主张，清末民初
之音乐发展战略，惟有“盲目崇洋”、“全盘西化”之一
途，舍此无他。

如此看来，所谓“全盘西化派”，似可喻为音乐领
域之“彻底革命派”也。

与“全盘西化”思潮恰成反对者，是在中国根深
蒂固的“国粹主义”思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
后，随着欧风日盛、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
蓬勃兴起，以儒家礼乐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面
临强烈的冲击和深重的危机，“国粹主义”音乐思潮
开始重整旗鼓，进行激烈反弹。“国粹主义”思潮对
我国旧乐受到的巨大冲击有刻骨铭心之痛，对西乐
的传入、学堂乐歌和新音乐运动的崛起忧心如焚、极
度反感，主张全面抵御西洋音乐的影响，提出“复兴
雅乐”、“复兴古乐”、“复兴国乐”等口号，力图将２０
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进程纳入“国粹主义”的轨道。

１９１１年孙鼎发表《中国雅乐》一文，④对学堂乐
歌之曲调多取自欧美深表不满，并将“吾国近世音乐
有退无进”直接归咎于此：

近世吾国唱歌书中，曲调多取自欧美（间有取自
日本，然日本亦多取自欧美）。夫欧美之曲调，谱欧
美之诗歌，固甚善也。何者？适乎歌喉耳。惟以之
为吾国歌词之谱，则不合者众矣……吾国近世音乐，

有退无进，益由于此。

有感于此，作者提出另一条“复兴雅乐”的思路。

为给自己的立论寻找根据，遂以希腊学术之兴衰历
史为例，将复兴中国音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复兴雅
乐：

后又思希腊学术，盛于古，衰于中，而复兴于近

６６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世，遂为今日文明之母。使吾国雅乐而如希腊学术，

则他日之盛，或末可量也。

以希腊学术在近世的复兴喻指当今复兴雅乐为

中国音乐复兴之必由之路，且对此充满无限热忱与
期待。

１９１７年，童斐在其《音乐教材之商榷》一文中将
当时新型音乐教育之废宫商之名、⑤弃工尺之谱而
改用洋谱洋名及对乐歌编创中竞相采用日本与西洋

曲调的现象称为“尊人蔑己”：

今学校中教授音乐，既屏宫商等名不用，而独取
西人之Ｄｏ、Ｒｅ、Ｍｉ、Ｆａ、Ｓｏｌ、Ｌａ、Ｓｉ以为读谱练音之标
准，夫亦太尊人而蔑己矣……率是以往，吾国音乐，

将为外人所剿灭。

为此，童斐断言：“助人操刀以自劙者，吾教育界
中人也，不当引以为罪孽耶？”他对新式教育和学堂
乐歌态度之激愤及反对之激烈，尽在遣词用语间。

王露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名重一时的古琴家，虽有
留学日本专习西方音乐经历，但其审美情趣和感性
目光却始终不为所动，独独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精深
理解和深切感情且抱定复兴国粹理想矢志不移。

１９２０年，王露在《音乐泛论》中，⑥针对当时中国音乐
界西风日盛、国乐不彰的现状，作者忧愤有加，发出
“中夏大雅之亡久矣”的慨叹；同年稍晚，又发表《琵
琶审音发微》一文，重申他对我国古乐顶礼膜拜之情
并将国乐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发明由黄帝至孔
子以来礼乐之正宗”之上：

纯然太古之音，其为昇平中和之音，质言之，其
为治国之音，为遏乱机、去凶戾、存德性之音，可断言
也。故世之君子，将欲解决‘中国古乐是否宜定为国
乐’之问题，其不可不致力探讨于古乐自身固有之价
值，以求平章汉唐诸家之得失，以发明由黄帝至孔子
以来理（礼）乐之正宗。［１６］

同样是在１９２０年，王露又针对当时之“兼收并
蓄”、“中西合璧”之说，乃作《中西音乐归一说》以驳
斥之；在极度颂扬雅乐、贬斥俗乐并表达对于复兴雅
乐“吾寤寐思之矣”的同时，亦断言中西音乐断无“归
一”之可能：

中西音乐因有地异、时异、情异之别，虽有改良
方法，强使归一，其实终难归一也。［１７］

即便到了１７年后的１９３７年，“兼收并蓄”、“中
西合璧”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已然风起云涌、

并以大量优秀作品为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事业做出

巨大贡献之时，王露依据儒家礼乐观及其“中和”价
值观，对西方音乐持彻底否定态度：

欧西之乐，器则机械，声多繁促，曼靡则诲淫，激

昂又近杀。即乖中和，欲藉以修身理性，宁可得也？

弃之不复道。［１８］

这种远离现实、食古不化、泥古自守、作茧自缚
的论调，冬烘气十足，全然与当时中国音乐发展之时
代潮流背道而驰。

与王露颇有交谊且思想相近的狄晓兰，在同样
发表于《音乐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对于所谓“国乐阙
如”的现实尤为痛心疾首，乃以“数典而忘祖”痛斥
之：

自欧风东渐，无论男女学校，音乐特备一科，然
所习者，风琴耳、钢琴耳，数典而忘祖。吾华精美之
国乐转付阙如。［１９］

狄晓兰甚至将这种“西乐泛滥、国乐阙如”的局
面形容为“盲人瞎马，夜半深池，欲启新机，转堕旧
德，致令慢性之沉疴变而为急性之危症，平情酌理，

过与不及”；［２０］然而在事实上，当时及此后的中国音
乐“中西结合”之路已经足以证明，这番危言耸听之
论所设定的可怕情景，纯属“心造的幻影”。

在“国粹主义”思潮中，还有一种观点与“全盘西
化”论恰成反对，即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实甲全球”，

远胜西方音乐。其代表人物罗伯夔在《中国音乐源
流考》一文中说：

中国音乐，十二律分配之，五声八音归纳之，实
甲全球。［２１］

他的另一篇题为《我之音乐大同之理想谈》的文
章，进一步重申其国乐远胜西乐说：

中乐经吾国数千年之神明制造，递衍流传，其精
深微妙远出西乐之上。［２２］

这种对于中国音乐博大精深的认识和赞美，总
的说来并不为过；但断言中国音乐之“精深微妙远出
西乐之上”，则略带夜郎自大味道。

１９２４年，罗伯夔借教育部１９２１年公布萧友梅
作曲之《卿云歌》为中华民国国歌之机发表《论教育
部公布之卿云歌》一文，通过对《卿云歌》创作得失的
评论，在以华美之词颂扬中国音乐“发达最先，为地
球冠”的同时，实际上对当时我国音乐创作中“中西
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见解：

中国音乐，十二律分配之，五声八音归纳之，发
达最先，为地球冠，况属国歌。歌词乐谱，含宫咀商，

协神人、和上下，自有适当之节奏，固已足已无待，何
必借簾外桃花、隔墙红杏点缀生光，乃弃黄钟而寻瓦
釜，竟为欧化所移。是不尊重其国粹，而为文化之厄
运也。文化受厄，则于吾国风俗政教之关系，履霜冰
至，实有不堪设想者……然则《卿云》采用欧调，庸何
伤乎。［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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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夔认为，借用外来音乐元素制作中国国歌，

犹如“弃黄钟而寻瓦釜”，并将这种“不尊重其国粹”、
“为欧化所移”的行径斥之为“文化之厄运”。

罗伯夔以“有识者”自诩，对于中西音乐结合之
路持强烈反对态度，其“识”之“国粹主义”立场是极
为决绝而鲜明的。

由此可知，音乐界的“国粹主义派”在中国音乐
面临战略转型的重大关口，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将中
国传统音乐神化为全球之冠，以“黄帝至孔子以来礼
乐”为正宗，且认为已发展到尽善尽美完满自足境
界；另一方面，又不加分析地将西方音乐妖魔化为
“器则机械，声多繁促，曼靡则诲淫，激昂又近杀”，视
之为全然异己的“簾外桃花、隔墙红杏”，断言中西音
乐各有疆界、互存鸿沟，既不容混淆，更无法融合；否
则，即为“以夷乱华”也。［２４］按照这一主张，清末民初
之音乐发展战略，惟有保存国粹、复兴礼乐之一途，

舍此无他。

如此看来，所谓“国粹主义派”，似可喻为音乐领
域之“保守派”或“保皇派”也。

与“全盘西化”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同时并存
且互相驳难的第三种主张，便是“兼收并蓄”思潮。
“兼收并蓄”这一思想，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民国
首任教育总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思想自
由，兼收并蓄”主张，原指北大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各
种思想派别和学说取“兼容并包”方针；后扩展至中
西文化研究领域，成为２０世纪初期我国思想文化界
一批志士仁人思考、处理中国新文化未来发展路向
的一项战略对策。“兼收并蓄”论者竭力反对“全盘
西化”和“国粹主义”这两种过分执于一端的偏激之
见，而提倡于中西文化中各取所长，在实践中探索彼
此融合之法，以逐渐形成２０世纪之中国新文化。

音乐界的“兼收并蓄”思潮，是我国思想文化界
“兼收并蓄”主张在音乐领域的合理延伸和具体表
现。当时，以梁启超、萧友梅、王光祈、赵元任、刘天
华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新型音
乐家，认清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不可阻遏，从理论
上阐发了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规律和中西音乐各自

的特点，指明了人类不同文明交往的必然性、中西音
乐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梁启超的“中
乐为基础，西乐为师资”主张、［２５］萧友梅的“中国式
国民乐派”理想、王光祈对“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
乐”的希冀、［２６］赵元任的“不及的不同和不同的不

同”理论、［２７］刘天华的“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

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国乐改进”之路，［２８］均从不
同角度和不同层面阐述了他们对“中西合璧、兼收并

蓄”战略构想的理解和实施路径。

萧友梅之所以能够在我国新音乐航船扬帆起航

之初便在众多水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它的掌舵人，乃
是因为，他在２０世纪初中国音乐由传统向现代作战
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中国音乐何去何从、以何种
理念引领及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的艺术理想这一时代大命题时，非但与同时代的其
他同道一起自觉承担起思考现实、研究对策和谋划
未来的历史使命，而且交出了一份较之其他同道更
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更切合中国实际、更带体系化
和可行性的答卷。

１９１６年，远在德国留学的萧友梅，将对祖国音
乐艺术的未来发展满怀信心：

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将来有一天
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在旋律上那
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
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之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
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

为一笔财产。［２９］

萧友梅首先肯定“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
的”，他所说的“古乐”，实际上是“中国音乐”的同义
语，且以“旋律上那么丰富”热情赞之，可谓深谙中国
传统音乐独特审美规律之说，这就使他与十分鄙薄
我国传统音乐的“全盘西化”论者划清了界限。

他还认为，中国音乐欲“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
代”，其条件有三：一是以中国既有音乐为基础，二是
以保留中国情思为前提，三是以引进西方记谱法与
和声为方法。这也使他与全然拒斥西方音乐的“国
粹主义”论者划清了界限。

萧友梅留德返国之后，结合我国新音乐实践撰
写了大量文论，主张“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以表
现泱泱大国之风”。他认为，民族性是“音乐的骨
干”，中国音乐家借鉴欧洲音乐之最终目的在于改良
旧乐，创造中华民族的新乐，而“并不是要我们同胞
做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的干儿”；［３０］与此同时，萧友

梅在题为《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的答记者问中，⑦力
主参照俄罗斯经验，在西乐与国乐的融合中创造“国
民乐派”：

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
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
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
派”。

由此可见，在事关２０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这
一战略命题上，萧氏以战略家的胸怀和眼光，雄视古
今、环顾中外，力排众议，对中西音乐做了一番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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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析、纵论其短长、比较其得失之后，响亮地提出“借
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战略构想，⑧道出了
中国音乐家学习西乐之最终目的是“创造我们的新
音乐”，并明确表达了对于中国新音乐能“与西乐有
并驾齐驱之一日”的美好期待。［３１］

萧友梅提出的“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思路、中国
式“国民乐派”理想及其关于中国新音乐发展道路的
战略构想，与“全盘西化派”的彻底革命论、“国粹主
义派”的保守复古论在理论思维上的非此即彼模式
全然不同，秉承东方思维的“中庸”、“中道”哲学，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既不偏激也不保守，兼容中西之
长，屁股坐在当代，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西洋，以
最终促成堪与西方音乐并驾齐驱之中国新音乐这一

伟大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萧友梅的音乐主张，有一个核心概念
贯穿始终，即“音乐改良”；我们据此说萧友梅是我国
音乐界的“改良派”，当是符合实际的判断。这一“音
乐改良”主张在２０世纪最初２０年里与音乐界“国粹
主义”及“全盘西化”主张的激烈思潮争锋中脱颖而
出并成为主导潮流，非但在当时即为广大音乐家普
遍认同和广泛接受，更为日后数十年中国新音乐的
丰富实践及其累累硕果所确证。

萧友梅的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实践

及其典范意义

　　关于萧友梅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这两个实践
领域所做的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及其典范意义，我已
在另一篇提交给９月广州会议论文《我国新音乐发
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
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中做了较详细的论述，本
文仅对其中的以下内容再做扼要复述以示强调：

一、萧友梅的留德和游历欧洲的经历，令他看到
了当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思潮风行欧美各国乐坛的

事实，但认为这些现代作曲流派与我国普通民众“有
格格不相入之感”，［３２］因此在音乐创作理念上确立
“渐进主义”的发展思路、摈弃跳跃式的急躁冒
进，［３３］自觉地将我国新音乐创作的风格和技法规范
牢牢定位于欧洲古典主义后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从
而使我国新音乐创作在其起步之初，非但就将它的
双脚坚实地踏在中国大地之上，且令中西合璧、古今
接通之路迈得更为稳健而从容。从这个根本立足点
出发，萧友梅的音乐美学观念，牢牢扎根于中国传统
音乐美学主流和浪漫主义美学支柱———“情感论美
学”的基点之上；他对西方音乐的推崇和介绍，仅止

于莫扎特、贝多芬、舒曼、肖邦、李斯特及柴科夫斯基
等古典派、浪漫派作曲大师及其经典作品；他向中国
音乐界所倡导、在教学中所传授的西方作曲技术理
论也只是欧洲大小调体系和传统功能和声。

二、在萧友梅所有创作成果中，与其“借鉴西乐，

改造旧乐，创造新乐”主张和“国民乐派”理想能够相
互印证、彼此发明的作品，我认为是其中的合唱套曲
《春江花月夜》和钢琴组曲《新霓裳羽衣舞》。作曲家
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创作灵感，将西方近代作曲
技法与古代华夏音乐风情的追想和表现结合起来，

特别有意将五声音阶旋律作为乐思展开最显在也为

我国听众最容易接受的表情要素并使之贯穿乐曲始

终，并在两个外声部（特别是旋律声部）竭力避免半
音进行，摈弃了西方音乐大型器乐套曲的常见结构
样式，自觉采用唐代大曲的结构原则作为作品谋篇
布局的基础。上述一系列将中西古今熔于一炉的创
作思维和路径，均大异于学堂乐歌时代，而与同时期
的赵元任、青主及他们的作品一样，处于当时新音乐
创作的最前沿，并对后世知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方音
乐形式表现我国古代题材、探索西方作曲技术与民
族音乐语言及风格相结合的进一步探索极具开创性

和典范性意义。

三、更为可贵的是，萧氏以中国音乐家的独特审
美习性和敏锐听觉经验，对美国作曲家来维思指出
的“中国曲调不宜配以西方和声，应另寻出中国特有
之和声配合法，方不至失去中国乐曲之特色”一说，

当即表示赞成，指出这个问题“更值得去研究一下”，

并希望国立音专“诸同学多所注意”。［３４］以我视野所
及，这番话表明，萧友梅很可能是当时对这个新音乐
创作的深层次问题早有觉察并引起重视的第一个中

国作曲家。其实，早在１９２３年创作的钢琴组曲《新
霓裳羽衣舞》中，萧友梅就注意到并着手解决西方功
能和声与五声旋律在纵向结合上的整体谐和问题，

为此，作曲家极少使用完整的密集原位和弦，并在大
三和弦中加入六度音、在小三和弦中加入七度音、采
用调性游移、避免使用完全终止等方法，意在模糊西
方传统和声的功能性，以便与五声旋律构成尽可能
和谐的和声音响。这一创造性的早期努力也为后世
诸多作曲家进行和声民族化探索提出任务、开启思
路、指明方向。

四、萧友梅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以及此后创立、主
持“国立音专”等一系列专业音乐教育实践中，他为
国立音专所作的系科布局和课程设置，一方面大胆
学习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自
觉地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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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力图通过这种“兼收并蓄，中西合璧”的系统教学
和训练，能够培养出既能掌握西方先进音乐理念和
作曲技术、又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精深了解的现
代型音乐家，最终为实现萧氏早年提出之“学习西
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国民乐派”理想培养出
一批生力军。事实证明，举凡日后在我国新音乐发
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音乐家，其师承谱系鲜有与
萧友梅、与国立音专毫无学统关联者。萧友梅在国
立音专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无论在当时或是此后数
十年间，对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高等音乐院校建
设均具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

除了上述４点之外，本文还想着重指出，萧友梅
自留德之日起直至逝世，虽然离开政坛而专治专业
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但他决非从此变成
一个埋头音符、不问世事的政治冷淡主义者，恰恰相
反，而仍是中山先生及其政治理想的忠实追随者，仍
从一个音乐家的立场和专业特点出发，始终如一地
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这种革命情怀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鲜明表现。

其歌曲作品《五四纪念爱国歌》、《华夏歌》、《国耻》、
《国民革命歌》、《国难歌》、《从军歌》、《卿云歌》等多
属感时抒怀之作，同辛亥革命及当时反帝爱国斗争
有紧密联系，风格多为进行曲，节奏明快有力，颇有
“发扬蹈厉”之风，其中尤以《五四纪念爱国歌》最为
出色，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钢琴曲《哀悼引》原
系为悼念黄兴、蔡锷二烈士逝世而作。１９２５年３月

１２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孙先生个人交谊甚厚的萧
氏乃将此曲改编为铜管乐曲《哀悼进行曲》，用中国
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带有葬礼进行曲风格的器乐曲

来表达其“无穷之悼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的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萧友梅在向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呈递的一份内部请

示报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

办法》中，⑨首提“精神国防”之说和“从服务中建立中
国的国民乐派”的任务，认为“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
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跟
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为此，

专业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
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

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为己任，努力迈进”，可
见萧氏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仍念念不忘将“国民
乐派”主张与民族解放的伟大目标紧紧联系起来，一
个热烈爱国主义音乐家的使命感跃然纸上。

有鉴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青年萧友梅以普通
一兵的身份参加了旨在推翻帝制、铸造共和的辛亥
革命；这一革命经历虽然短暂，却对萧氏此后的人生
道路和音乐生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其二，此后，萧友梅弃政从文转入乐坛，以民国
前后的音乐文化建设为己任，主动承担起启蒙和救
亡这两大文化使命，顺应世界潮流，雄视中外古今，

在“三说争鸣”中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中西合
璧，兼收并蓄”方针以及“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
新乐”战略构想；虽然对中西文化持“兼收并蓄”主张
者在当时之我国思想文化界大有其人，但音乐界对
此持论最坚、阐发最深、推行最力、成效最著、影响最
广者，则非萧友梅莫属。

其三，为实现这个音乐改良主张，萧友梅在音乐
创作、专业音乐教育和理论批评的长期实践中披荆
斩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由此将自己造就成为我
国第一代专业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之
集大成者；他在上述诸领域的筚路蓝缕与开拓奠基
之功，对当时和此后数十年我国专业音乐影响之巨，

在２０世纪中国音乐家中亦不做第二人想。

因此完全可以断言，是辛亥革命深刻影响了萧
友梅的人生道路和音乐生涯；是萧友梅的音乐生涯
及其音乐改良主张深刻影响了２０世纪中国新音乐
的发展方向；无论在同时代还是此后的中国音乐家
中，能够成为我国音乐改良名副其实掌舵人的，惟萧
友梅一人。

（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日星期二于南京寓中）

注释：

①参见萧友梅：《音乐家的新生活·绪》，陈聆群、齐毓怡、戴

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第３８２页，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

版。

②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长安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３月出

版。

③１９１３年２月，按照《临时约法》举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

选举，因中国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理应由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

出任内阁总理。宋的被暗杀，为当时中国政权体制之由内阁制转

向总统制、终令袁世凯大权独揽扫清了道路。

④孙鼎：《中国雅乐》，原载《东方杂志》１９１１年８卷４号，参见

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１８４０—１９１９）》第２３６－２４３

页，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⑤童斐：《音乐教材之商榷》，原载《东方杂志》１９１７年第１４卷

８号，参见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１８４０—１９１９）》第

２８４－２９０页，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⑥转引自詹智濬《狼琊王心葵先生略传》，今虞琴社编《今虞

琴刊》第１１页，今虞琴社１９３７年印行。

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参见陈聆群、齐毓怡、戴鹏

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第４６６页，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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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参见陈聆群、齐毓怡、戴

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第４６６页，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

版。

⑧此处所谓萧氏之“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战略

构想，非其原话，而系本文作者从其一贯理论立场中概括而来。

萧氏１９３７年在《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一文说：“倘能时时借

镜西方音乐，理论技术两方面均作有系统的研究，将来改良旧乐

创作新乐均非难事”（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

集》第４４７页，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即含此义。

⑨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

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首刊于《中

国音乐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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